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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照西塞罗的观点，真正的法律即良善之法，它虽然不是不变和永恒的，但一定是稳定和普遍适用的，而这种能够稳定和普遍适用的法

律又一定是与人的本性结合与统一的，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够反映人的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并代表人的需求和体现人的正义，

从而也才能够被人们自律遵守而成为稳定和普遍适用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或者法治形态，就是人的自然生态的民法精神秩序及其法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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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精神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属性
王利民 李生俊

( 大连海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以人民利益为目的的文化，以人民为本是民法精

神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在联系与特征。民法精神以社会规范与秩序构造的本体性和自主自为的自

律性构成了法治文化的民本生态属性。它既体现法治文化的主体性，又体现法治文化的行为性。民法

精神作为自律的行为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则是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化，具有道德

本体的文化属性。民法精神是根植于民族传统的社会精神，以其为基础的法治文化必然具有民族传统

文化的特征，并展现民族传统的法治文化属性。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具有市场经

济法治文化的本质属性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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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以人民

利益为目的的文化，即以民为本的法治文化，而民法精

神作为市民社会或者个人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就

是民本社会和以民为本的法治精神。在民本的基础上

建立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内在联系是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本生态属性

民法精神以其社会规范与秩序构造的本体性和自

主自为的自律性构成了法治文化的民本生态属性。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本是一种人本，而民本

或者人本必然遵循人的自然生态性，以人的自然生态

为根据，承认人的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

规定性。这样，人的自然生态必然在民法精神与法治

文化的社会构造中转化为一种民本的社会生态秩序体

系。一方面，人的自然生态具有人与人之间的应然平

等性，代表人或者市民社会关系的公平正义; 另一方

面，人的自然生态反映人的本质，体现人的价值与目

的。“普遍公平的真正所在是人类的本性。”［1］( P13 )

任何人只要不遵从、逃避或者否认自己的本性，仅凭着

这一事实，就必将受到严酷的惩罚［2］( P104) 。遵从人

的本性，在根本上就是遵从人的自然生态性。如果不

能以自然生态的社会规范与秩序体系反映人的本性，

也就没有代表人的本性的社会公平与正义。①

( 一) 民本社会与生态社会

民本社会与生态社会具有内在的联系。人是自然

的产物，是一种自然生命现象。人首先是自然的，然后

才是社会的。由自然之人构成的社会即民本社会，必

然反映人的自然生态性，体现人的自然生态的利益需

求，遵循人的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自然规律与规定性，

从而使人类社会具有生态社会的本质。民本社会及其

生态社会的本质，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

础与根本条件。
1． 生态社会是自然的社会形态。“人是自然的产

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

就是在思想中也不能走出自然; 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

的世界范围之前乃是徒然的空想，它是永远被迫要回

到这个世界里来的。”［3］( P3 ) 自然是一切事物的规定

性，是事物存在的客观限度和不可改变的属性。人类

社会作为自然的社会，根本是“生态社会”。生态社会

的概念和认识，是人类对自身与生存环境即与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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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断反思的结果。① 人类是生态产物，必然走向生

态社会，即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遵循自然生态

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②

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既有自然的本质，又不能逃脱自

然的规律。“由自然形成并且被自然限定的东西，一点

也不生存于大的整体之前，它是这个大整体的一部分，

并且受整体的影响; 人们设想的那些超乎自然或与自

然有别的东西，往往是些虚幻的事物，我们永远不可能

对这些虚幻的事物形成真实观念。”［3］( P3)

因此，不同于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对象或者基础的

社会生态观③，生态社会或者社会生态，就是人或者人

的社会关系的生态性，即作为人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

现象的生态性，也就是以法律或者法治文化形式存在

的社会规范与秩序形态，即作为人的社会现象最终不

过是人的生态现象。社会现象并不是超越自然现象的

独立现象，也不是纯粹的思想的或者意识形态现象，归

根结底，它是人的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是由人的自然现

象构成的一种社会生态现象。认知和把握了人类社会

的生态性，也就认知和把握了人类社会的本质及其规

律性与规定性，而要在生态社会基础上建设和实现的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就必然具有了社会生态文化的本

质，并自然和客观地决定了它的内在条件和要求。
2． 民本社会反映生态社会本质。民本社会作为本

体的社会形态，本来既是自然的，又是生态的，但是当

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并产生政治社会以后，在政治社会

统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的影响和作用下，社会的本质反

而在人自身的观念中变得模糊起来，即人们开始在抽

象人的基础上看待人和人所构成的社会，这样，人和人

的社会自然生态本质在人的社会观念及其社会体系构

造中就被很大程度地抽象掉了。④ 虽然我们的社会既

不可能脱离也不可能改变人的自然生态本质，但是它

却极可能在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支配的制度设计中以

各种形式走向人的自然生态本质的反面，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背离人的生态目的与要求。
人类对生态社会的背离是从对民本社会的背离开

始的。民本社会作为个人或者私人社会，是人类社会

的原生或者本有形态，是人类自然生态的选择与结果。
因此，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形态特别是在民本社会基

础上形成的政治社会，应当服务和服从于民本社会的

目的和要求，不能脱离民本社会的条件和价值。而民

本社会或者基于民本社会的条件和价值设计的一切社

会形态，包括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社会形态，则必然反映

民本社会的生态社会本质，并以其代表民本社会的生

态本质而符合人类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规定

性，并具有其正当性与合理性。但问题是，人类在民本

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政治社会及其社会制度设计，既统

治和引领了民本社会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

民本社会的生态本质，而在一定的政治目的与意识形

态的条件下存在和发展自己。这样，它不仅在一定程

度上脱离了民本社会的生态本质，而且在人类的主体

性中淡忘和模糊了人类社会的民本性与生态性，因此，

一切政治社会的当权者都要用尽一切理论和办法来证

明自己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这一切证明在人类生态

面前又都是有局限性的。
民本社会的核心要求是以民为本，强调人的主体

地位和价值，尊重人的自然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律

性与规定性。换言之，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是一切社

会构造的基础，而人类的自然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

律性与规定性即人类自然生态则构成了社会的条件和

本质。人类的一切社会认知，就在于发现人类社会发

展的一般规律，构建符合人类理想与目的的美好社会。
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根本上是人类自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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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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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人类在农业社会阶段，以渔猎和种植业为生，靠天吃饭，依附自然，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感。然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科学技术的

突飞猛进，人类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开始向自然掠夺资源，结果使自己与自然处于对立状态，导致环境恶化，自身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威

胁。正是基于这一社会现实，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在这一条件下，“生态社会”的概念应然而生。有学者提出

了自然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生态社会等社会划分理论( 参见邓永芳，胡文娟:《当前国内关于生态社会研究的文献综述》，载《安

徽农业科学》2013 年第 3 期) 。与其他社会特别是工业社会相比，人类的“生态社会”是诉求更科学、更合理和更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社会。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既尊重人自身的内在价值和自为活动的能动性，又尊重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及其内在价值; 既强调人类保护自然

环境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又承认自然界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珍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在代际关系问题上，既关注现实个人的利益和权

利，又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结构价值，以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与人的关系问题

上，既尊重个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又尊重人际交往对于人的现实规定和价值，以文明和谐的人际环境促进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与提升。因

此，坚持生态的生产活动样态和生态的生活消费方式，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 曹飞等:《“以人为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探

索》，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43 页。)
“社会生态即人类社会的生态，系由人类与其环境所组成的生态关系或生态系统，它是集自然、社会和经济三重属性为一体的客观现实

存在。”( 叶峻:《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载《烟台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生态社会的构建要求以全新的视角审视人类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活动，以生态效益为核心，主张对现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进行合理的生态重建。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阶级区别，没

有等级观念，没有话语霸权。”( 潘赞平，康定华:《析生态社会的基本要求及建设思路》，载《前沿》2010 年第 14 期。)
“人们丝毫没有感到，这个没有善意或恶意的自然，当它产生和毁灭事物的时候，当它使那些因自然而有感性的生物感受痛苦的时候，

当它分给它们一些幸福和不幸的时候，当它不断地变换它们的时候，只是遵循自然的不变法则而已; 他们丝毫没有看到，人应该在自然本身之

内以及自然的力量之内，去寻找他的需要，寻找他祛除痛苦的良药; 他们曾从某些想像的存在那里期待着这些事物，这些想像的存在则被他们

设想是快乐和不幸的创造者。由此可见，人类曾这样长久地在它们下面战战兢兢的那些不可知的势力，以及作为人类的一切不幸的泉源的这

些迷信的宗教祭仪，都是从对自然的无知中产生的。”( ［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 上卷) ，管士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 6 ～ 7
页。)



需求及其实现的发展规律，也就是人类的生态发展规

律，而人类的一切理想与目的，在根本上都是一定的利

益条件和目的。所以，发现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民本性

及其生态性，就是发现和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条件、
诉求及其规律性与规定性，就是遵循人的社会本体、本
质与要求。

不过，人的自然生态是整个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人

不能有超越自然生态的生态发展，这就是人与自然的

统一①。虽然民本社会和以民为本强调人的主体性，突

出人的 地 位 和 价 值，但 是 并 不 等 同 于“人 类 中 心 主

义”②，它需要人的自然与人之外的整个自然的协调发

展。“在生态社会中，人们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

自然的威胁，逐步形成人的生态与自然生态相互协调

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更加尊重自然，避免对物欲的过

分追求，人们也尊重利益和需求的多元化，避免由于资

源分配不公、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

态的破坏。”［4］( P259) 也就是说，人类要维护自己的生

态，首先要把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维护自然的生

态。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就是对自身生态社会的

破坏。人类失去了自然和自然生态，也就失去了自己

和自己的社会生态。“生态社会的本质要求，一方面是

认识和尊重人类社会自身的生态性，另一方面是实现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多重和谐，进而实现社

会、经济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4］( P259) 人类社会的生态性，既是社会认识的出

发点，又是社会认知的归 宿，而 这 一 切 的 基 石 是“民

本”。只有在民本社会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认识和认

知人的生态社会的本质。离开了人和人的生态社会

性，人类社会将变得毫无意义。
( 二) 生态社会与生态秩序

以民为本的生态社会，追求社会生态和社会的生

态秩序实现，从而必然产生以民为本的社会生态秩序

与生态秩序文化，并以这一秩序和文化构成自身法律

或者法治文化的本质属性。
1． 生态社会的生态秩序本质。基于民本的社会基

础，人类社会作为生态社会必然构成社会生态。只有

从生态上认识人类社会并尊重人类社会的生态规律，

才能够形成和繁育良好的社会生态，包括法治和法治

文化的生态，从而以一定的社会生态条件促进和实现

人的本质。生态社会观应当是基础的社会认识论，没

有生态社会观，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观，更不可能认知

人类社会的真实本质及其社会构造的根本条件与要

求。只有把社会作为生态社会，才能够实现社会生态，

而社会生态就是一种自然有序的社会形态，即一定的

生态秩序形态。以生态社会之条件促进社会生态之发

展，这是一种社会自然的存在与发展模式，也是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文化的民本模式要求。社会的生态性，作

为一种生态秩序品质，就是一种自主自为的社会规范

与秩序的生态体系，这一体系虽然不是简单地反映人

的生态性，但是它却以人的生态条件即人的自然利益

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规定性为根据，从而具有人

的生态秩序本质。
这种生态观要求把人和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种自

然对象或者生态来考察，从而寻找和揭示人和人类社

会及其构造形态的本质，核心是承认人的自然③，尊重

人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生态规律并确定人和人类社会及

其秩序形态的根据、条件和要求。生态社会不仅是一

种自然生态的社会，而且要求社会治理的生态化发展，

如社会组织与秩序生态化，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生态

化等。其中根本是作为人类规范与秩序的生态化，也

就是追求社会秩序的生态本质，实现社会秩序的生态

构造。显然，主体的自主构序与自我“和谐”是实现社

会“生态”化的基本条件和要求，核心是人和人类社会

自身的自然和谐。而自然与自主和谐的社会构造就是

一种规范与秩序的构造，具有生态秩序的本质。
无论是何种生态观，都应当建立在人自身的生态

性认知与生态秩序的基础上，只有人的社会秩序构造

是自然或者符合自然的，人才不仅能够与自然和谐，而

且能够与自身和作为自身条件的社会和谐，从而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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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在他的一切发展以及他所经受的一切变化中，只是永远遵照他的机体以及自然构成这机体的物质的固有规律而活动。”( ［法］霍尔

巴赫:《自然的体系》( 上卷) ，管士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 5 页。)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和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认为，社会进化是

由整个自然决定的。“孔德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人类行动和人类历史像自然界一样严格服从于因果律。”( ［英］J． B． 伯里:《思想自由史》，周颖

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年版，第 118 页。)
人类中心主义是作为一种价值和价值尺度而被采用的，它是要把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且只有人类才是价值判

断的主体。其核心观点如下: ( 1) 在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中，只有拥有意识的人类才是主体，自然是客体。价值评价的尺度必须掌握和始终掌

握在人类的手中，任何时候说到“价值”都是指“对于人的意义”。( 2) 在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应当贯彻人是目的的思想，最早提出“人是目

的”这一命题的是康德，这被认为是人类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完成的标志。( 3) 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能达

到这一目的的活动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一切应当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

高目标的思想，它要求人的一切活动都应该遵循这一价值目标。
作为 18 世纪法国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特别强调人的自然性。“人是一个纯粹肉体的东西; 精神的人，只不过

是从某一个观点———即从一些为本身机体所决定的行为方式去看的同一个肉体的东西罢了。可是，这个机体难道不是自然的产物吗? 这个机

体所感受的各种运动或行为方式，难道不是物理性的吗? 他的可见的活动，以及由意志和思维而来的内心的不可见的激动，同样都是自然的结

果，是他固有的机构所产生的一系列必然的动作，是他从周围的事物接受的一些冲动。”( ［法］霍尔巴赫: 《自然的体系》( 上卷) ，管士滨译，北

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 4 页。)



规范有序的社会生态系统。① 脱离了人及其自然的社

会生态，也就无所谓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的自然生态与

生态秩序。生态社会就是人的自然生存需求与条件的

社会形态，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与文明的形态，也反映

人的自然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因而

具有生态秩序的文化本质属性。生态社会作为一种规

范与秩序的法律或者法治社会，必须实现法律或者法

治文化的生态秩序发展，并以一定的社会生态展现人

的法律或者法治文化的社会本质，避免法律或者法治

文化的社会生态“污染”，从而达到人的自然生态与社

会生态在法律或者法治文化形态下的和谐统一。
2． 生态社会与生态秩序文化。生态社会作为自然

有序的社会必然在生态秩序的基础上产生特有的生态

秩序文化，并以一定的生态秩序文化作为维系自身社

会生态的基础文化条件。生态秩序文化的本质是以自

主自为的生态秩序为本体的社会秩序形态，尊重生态

秩序对人类制度或者制定法形式的规定性，强调人的

生态秩序精神及其在社会秩序构造与运行中的根本作

用，坚持以人为目的并以实现人的目的为核心价值理

念，建立可持续发展与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生态秩序

体系。也就是说，生态秩序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促使

人的全面、自由、协调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规范与秩序文

化，是法律或者法治文化本体文化，并决定法律或者法

治文化的本质与特征。这一文化根据人的生态秩序条

件与目的安排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尊重人的自然与社会生态规律，按照人的自然生态

的基本要求进行社会生产和生活，是人的社会行为与

活动尊重自然规律并符合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

的规定性的一种法治文化形态。②

在法律或者法治文化的意义上，生态秩序文化作

为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文化，就是从人类的社会生态

上认识法律和法治文化的自然本质、构造条件、存在形

式和发展规律，实现以民为本和民本模式的法治和法

治文化形态。换言之，社会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法治文

化，就是在强调法律和法治文化尊重人的自然利益需

求及其实现的规律性和规定性的基础上，构建以法律

或者法治精神信仰与主体行为秩序为核心的人本主义

的法治生态文化，实现以民为本的法治生态文化的形

成与发展。虽然法律或者法治文化离不开一定的制度

与形式构造，但是，以生态秩序文化为基石的法律和法

治文化观不再强调法律或者法治文化建设的构建主义

和形式主义，而是法律和法治文化的民本性与主体性

的自主与自为的自然生态规范与秩序属性。
( 三) 民法精神与民本生态的法治文化

民法精神与民本的生态社会具有内在的联系。民

本的生态社会必然产生与这一社会本质相统一的社会

精神，包括“人法”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精神，这一精神的

法律发展就是民法精神。民法精神作为民本社会的法

律与法治精神，是民本社会法律与法治文化发展的必

然结果，具有民本与生态的法治文化属性。
1．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本文化属性。虽然民

法精神作为抽象概念是以民法的形式规范表现为条件

的，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然生态的人类社会精神，

即由人类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条件所决定的自主自

为的社会规范与秩序精神，是以人类的自然生态秩序

为基础并作为人类的基本社会共识和生存条件而客观

存在的社会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人和人类

社会存在，民法精神就存在，只是这一精神的存在和表

现形式可能存在不同罢了。换言之，民法精神存在的

人类社会条件，就是民本的市民社会条件，民法精神构

成了民本社会的法治文化精神，具有民本的法治文化

属性。因此，一个社会越是以民为本，这个社会的民法

精神就越是具有和能够发挥其社会规范与秩序构造的

法治文化的功能与作用。
民本社会即市民社会作为人的本体性或者原生性

社会，以“人法”及其自然的社会秩序精神为条件。民

法是人法的国家法形态，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社会规范

与秩序精神，既以人为目的，又作用于人，必然以民为

本，是一种民本的法治文化精神。民法精神的法治文

化的民本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具有以民为本的人格

性。③ 民法精神作为以民为本的精神，是以人为主体的

社会精神，它以一般人格观念为基础，即承认每一个人

都具有平等的人格，确认和践行相互关系的人格尊重

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就是人格法，民法精神就是

人格精神，没有人格平等和相互关系的人格承认与尊

重，就不是以民为本，也就没有民法和民法精神，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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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人要了解自己，必须了解自己的自然性，只有在遵循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够确定自己的正确社会秩序规则。然而，人类往往在很大

程度上做不到这一点。“他们昧于自然，不认识它的法则，丝毫看不出自然对它所包含的一切所指出的必然道路。”( ［法］霍尔巴赫:《自然的体

系》( 上卷) ，管士滨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版，第 6 页。)
虽然人在自己的生态中( 包括法治或者法治文化生态中) 作为能动的主体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并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志或

者精神的引领作用，但是这种能动性是以人的自然为根据的，并受到人的自然的限制，亦即应当以承认和尊重人的客观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

定性为前提条件。否则，就是人的任意性，就是破坏人或者人的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规律性。
早在古希腊时代，人类就在民本社会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人本主义的社会文化。作为西方或者现代民法起源的罗马法，是人类古代法

律文明中唯一的人本主义的法律文化体系，它不仅渗透着人类市民社会与商品经济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且形成了人类早期的民法与民法精神

体系。“罗马法上诸如人法、私犯等制度，虽不及现代法对人身、人格的全面保护，但已经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了对奴隶以外的自由人的关爱。”
( 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 罗马法在市民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最早的人格观念，市民作为罗马社会

的自由人在一般人格意义上是平等的，这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的自然法思想，正是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罗马法成为了现代民法的起源并奠

定了现代民法的制度与精神体系。



会有民法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的民本性。
第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具有以民为本的利益

性。以民为本，就是以人的利益为本，承认人的利益，

尊重人的利益，以人的利益为目的，遵守人的利益需求

及其实现的规律性与规定性。基于民法和民法精神与

以民为本这一利益品质的内在联系，民法就是人的利

益关系即一定的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法，而民法精神

就是人的利益规范与秩序精神。一旦脱离了人的利

益，也就脱离了以民为本，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民

法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
第三，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具有以民为本的生态

性。以民为本的原则和要求，就是要承认和尊重人的

自然及其社会生态。人的存在，是人的生命存在，也就

是人的自然生态存在，人的社会形态不过是人的自然

生态的表现与结构形式。因此，以民为本就是以人的

自然生态为本，尊重人的自然生态的规律性与规定性，

并在这一规律性与规定性的基础上发现人的社会秩序

精神，即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的本质条件。
第四，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具有以民为本的自由

性。① 以民为本，就是尊重人的生命性及其自由性。生

命的本质是自由，人的本质亦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

生命，亦没有人的本质和人的社会性。所以，以民为本

必须以人的生命自由为根据。人的自由，在社会关系

的形态与条件下，就是人的利益实现的自由，主要是民

法调整和民法精神所体现的人身与财产关系的自由，

包括一定的意志自由与行为自由。民法是以民为本的

自由的法，民法精神是以民为本的自由的精神，其本质

条件与要求就是在个人利益的实现上充分承认与尊重

个人的自由，个人在利益实现上具有自治地位并享有

充分的自主权利，而政治社会应当尽量减少对个人利

益关系的干涉。民本社会的这种个人自主与自由的生

态秩序及其法治文化形态就是意思自治或者私法自

治。私法自治要求尊重私人领域，给予个人独立的生

存空间，充分体现个人人格，张扬个人的自由意志。民

法或者私法的本质就是在以民为本的基础上承认、尊

重私人的独立人格并为人的利益实现提供一种自由的

规范条件。民法和民法精神是通过对个人的人格及其

独立、平等与自由的承认和对自由的规范与秩序体系

设计来落实民本的法治文化价值的。可见，民法精神

作为民本的法治文化精神，既昭示人的自由价值，又实

现人的自由本质。
2．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生态文化性。民法精神

存在于民本社会，是民本社会的生态精神与秩序。然

而，民法精神的生态性作为法治文化的本质，不仅是生

态性，而且是文化性，也就是一种社会文明性。虽然民

本社会必有自然生态的“民法精神”文化，但是在不以

民为本或者不确认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格不平等的社

会，就不可能形成以民法或者民法精神的规范与秩序

体系表现的法治文化及其生态性特征。
民法精神是一种社会生态精神，是在社会生态精

神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生态文化。民法精神在根本上是

一种自然生态的社会秩序精神，具有自然生态的法治

文化本质。正是作为一种自然生态法治文化条件，民

法精神才能够遵循人类利益需求及其实现的客观规定

性，并以此作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当然，民

法精神不仅是一种自然生态精神，而且是一种社会生

态精神，具有民本社会的人文精神属性，是以民法形式

表现的一种社会规范与秩序精神。它以民法规范的形

式展现出来，并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秩序

的作用，是一种社会生态秩序的文化，具有法律或者法

治文化的生态文化本质。
二、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主体行为属性

民法精神是一种主体的行为精神，既体现法治文

化的主体性，又体现法治文化的行为性，代表和反映法

治文化的主体行为属性与特征。
( 一) 主体意志与主体行为

民法精神是主体的意志与行为精神，是主体意志

与行为的结合。主体意志必然要转化为主体行为，主

体行为是主体意志支配下的目的性行为。
1． 主体意志。人作为主体，不仅是生命的，而且是

意志的。② 换言之，人的主体人格性，首先是一种意志

的主体人格性。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主体意志，而且

每个人的主体意志都是独立的、自由的和不受他人支

配的。③ 法律及其法治文化形态作为人的社会意识形

态，是人的意志产物和表象，并具有意志的本质。构成

法律的意志，不仅是内在的心理条件，而且表现为外在

的规范条件，并最终落实为主体的行为条件。④ 因此，

意志作为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主观秩序，既具有一定

的目的性，也具有一定的规范性，构成一定的社会秩序

品质，是私人社会关系的主体行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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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人的尊严与自由是人的根本价值，也是民法精神的核心内涵，人类社会的其他一切价值都必须以此为根据并构成人本主义的文化本

质。“人文主义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把焦点集中在人本身，强调人的尊严和精神自由。”( 王利明:《民法的人文关怀》，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4 期。)

意志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往往由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现代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1496
页)。

“意志作为它自身是自由的。这一点，从我们把意志看作自在之物，看作一切现象的内蕴，已可推论出来。”(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

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393 页。) “这世界的一面自始至终是表象，正如另一面自始至终是意志。”( ［德］叔本

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28 页。)
“法律行为是旨在引起法律效果的私人意志表示。”(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朱岩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5 页。)



2． 主体行为。人作为主体，不仅是意志的主体，而

且是行为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实施一定的自

由行为，包括法律行为。① 人只有把自己的意志和目的

转化为社会行为，才构成主体并具有主体意义。因为

只有人的行为，才能够直接支配一定的客体，并以一定

客体的人身与财产价值来满足自己的客观利益需要。
因此，意志只有表现为行为，才具有客观性并具有社会

真实性。在意志与行为的关系上，意志是行为的内在

根据与动力，行为是意志的表现形式与结果，而行为与

意志的统一就是人或者人格的真实性与价值性。人的

主体行为，只能受自身意志的支配，而不能被他人的意

志决定。只有自己意志的自由行为，才是自己的行为，

也才是真正的主体行为，人也只能对意志的主体行为

享受利益并承担后果。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意思自治

或私法自治。② 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受自身意志的支

配，即自己的意志不能表现为行为，则人就不是作为主

体或者在该行为上不是作为主体存在的。
主体的意志行为表现在法律意义上，就是法律行

为，即在一定民法精神支配下的设权意思表示行为③，

也就是主体的私法自治与个人自由的行为，即主体自

主构序的生态秩序行为，这一行为是以民法精神为基

础的当代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基础社会形态。
( 二) 民法精神与主体行为的法治文化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自主与自为的意志形态，也就

是主体行为的规范与秩序的法治文化形态。民法精神

在主体行为精神的意义上，既构成一种主体文化，也构

成一种行为文化，并具有法治文化的本质属性。
1．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主体文化性。民法精神

是一种主体的社会生态精神，是由特定主体表现的现

实和具体的社会精神形态。民法精神虽然是通过民法

形式表现的社会精神，但是它根本上是主体的社会精

神意志，是由不同主体的自然趋同的意志条件构成的

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与秩序共识。主体作为具有意志

的个人，既是民法精神的存在主体，也是民法精神的实

践主体，具有民法精神及其法律行为的实在性。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生态的社会规范与秩序文

化，具有主体文化的社会属性，是一种主体性的法治文

化形态。④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主体性文化，离不开主体

的民法精神条件，是需要通过主体所具有的一定民法

精神条件才能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法治文化。民法精

神文化在它的实在意义上，既不是一种制度文化，也不

是一种形式文化，而是一种主体文化。没有民法精神

的主体，就没有民法精神的社会生态文化，主体性决定

民法精神及其生态文化的实体存在和秩序实现。
2．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行为文化性。民法精神

作为一种主体精神，是主体的行为精神，其主体文化性

就是主体的行为文化性，是通过主体行为文化表现的

主体文化，而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也就具有

行为文化的社会属性，并构成了法治文化的本质。
民法精神的行为文化作为一种法治文化就是法律

行为文化。“人作为权利主体，通过法律行为，相互之

间发生着联系。”［5］( P777 ) 法律行为是主体意思自治

的行为，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主体行为，构成了民法作

为任意法和权利法的本质特征。法律行为作为基于主

体意志的私人领域与市场秩序的行为，是一种免于他

人不当限制的个人自由行为，这是由民法或者民法精

神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的民本性与个人利益性决定

的。
民法精神的行为文化是一种自主实现的法律和法

治文化。它既是主体的行为文化，也是通过主体行为

落实的文化，是行为的规范与秩序文化，即法治生态文

化。这一文化形态是以行为主体在法律许可的自由范

围内可以基于自己的意志自主与他人设定权利义务关

系的一种社会秩序体系，这一体系尊重个人的行为选

择，不受国家、社会或者他人的非法干预。行为主体只

对自己的真实意志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并且这

一意志行为优先于法律而对行为人具有约束力。换言

之，对民法精神的个人行为自由的干预必须有正当的

理性，即以实现公序良俗为目的，并应当限制在法律规

定的范围之内。
民法精神的行为文化，作为以行为实现的文化，是

一种自由的法律与法治文化。这种自由的法律与法治

文化，以私法的意思自治为根据，并以个人自由的行为

秩序实现。意思自治的目的，旨在为个人提供一种受

法律支持和保护的权利手段，使个人能够在法律行为

中基于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意志，即通过受法律支

持和保护的自由赋予个人自主决定个人私益行为的可

能性［5］( P143) ，这就建立了在法律行为中个人行为自

由与行为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订立合同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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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

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

许宝骙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10 页。)
“人的行为自由经由私人意志表示，经由旨在产生法律后果的( 法律) 行为得以贯彻，该( 法律) 行为归责于个人。”( ［德］罗尔夫·克尼

佩尔:《法律与历史》，朱岩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65 页。)
“意思表示，是指表意人向他人发出的表示，表意人据此向他人表明，根据其意思，某项特定的法律后果( 或一系列法律后果) 应该发生

并产生效力。只要法律制度承认这项意思表示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意思表示所包含的法律后果就正是由意思表示行为———意思表示的发出

和送达引起的。”(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下册) ，王晓晔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51 页。)
主体文化就是“人”的文化。“对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来说，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须臾也不可或缺。这一概念的内涵是: 人依其本质属

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和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和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 ［德］卡尔·拉

伦茨:《德国民法通论》( 上册) ，王晓晔等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5 ～ 46 页。)



是设立遗嘱的自由等，这些行为自由是市民社会及其

民法精神的行为文化的根本秩序形式，也是其实现的

社会生态条件。
孟德斯鸠说:“自由有这些巨大的好处，人们便滥

用自由。”［6］( P264) 因此，行为自由必须受到限制。行

为自由的限制，一是国家法律的限制，因为自由是国家

法律赋予的，国家法律在赋予自由的同时，必然限制自

由。① 二是个人的自律限制，这就是民法精神的行为自

律性。民法精神的行为文化，不仅是自由的文化，而且

是自律的文化。如果没有了行为自律，也就没有了行

为自由。只有这种自律的自由，才构成民法精神的法

治文化的根本秩序要求。自律是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

的道德秩序。民法精神的法治行为文化，必须建立在

普遍的行为自律的道德基础之上，以道德的本体秩序

性自主约束个人行为，从而实现主体自由的社会秩序

与法治生态文化，并保有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作为一

种主体行为文化的自由本质与特征。
三、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道德本体属性

民法精神作为自律的行为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

而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则是以道德为本体的文化，具

有道德本体的文化属性。
( 一) 民法精神与道德本体

民法精神作为人的社会生态精神是上升为民法形

式的人的道德精神，它与道德精神构成统一的社会秩

序体系，不能脱离道德精神而独立存在，并成为一种社

会精神。② 因此，民法精神具有道德精神的本质，而民

法精神构造的法治文化也必然具有道德文化的社会特

征与属性。
1． 民法精神与道德秩序。民法精神是市民社会的

自主规范与秩序，是人类自然与必然的社会行为精神，

也就是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道德精神与道德

秩序。虽然作为当代民法范畴的精神是以民法的社会

规范与秩序体系表现的社会秩序精神，并作为民法或

者法律范畴而在一般意义上不能脱离民法或者法律而

存在，但是民法精神作为人类本有的或者根据客观利

益需求及其实现的规定性而自然与必然产生的社会行

为与秩序精神，则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社会构

造精神，是以道德的本体形式存在的社会伦理精神，具

有本质上的道德秩序性。③

奥斯丁认为:“大多数文明社会确立的许多法律规

则和道德规则，是以日常习惯作为根基的。一般来说，

它们并不依赖理性思考。它们没有经过仔细的考察，

便从前人那里延续下来。”［7］( P89) 这种人类自然延续

的习惯就是作为法律本源的道德规则。民法作为“人

法”或者个人社会关系条件，不仅不能与道德分开，而

且必须与道德并行，遵从道德并从道德中寻找自身存

在的根据与合理性。道德学科的基本原则是: “‘依照

一个能够像一项普遍法则那样有效的法则去行动’，凡

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准则，就是违背道德。”［8］( P30 )

换言之，违法的本质，是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道德的一

般标准和价值要求，并且不能被社会接受为一种正当

行为，所以需要以法律的强制形式否定它存在的合理

性与有效性。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与伦理学的一个恒久

主题。④ 法律的实在与发展其本质是道德的实在与发

展。既没有道德之外的法律，也没有道德之外的法律

作用，道德与法律是统一的社会秩序构造和整体的社

会控制体系。庞德指出: “以往关于法律和道德的讨

论，即将被并入关于法律在整个社会控制过程中的地

位这一更广泛的考虑之中。”［9］( 前言 P2 ) 法律与道德

的关系，本质是民法精神的道德性问题，因为只有私法

或者民法才具有直接的道德本质，而道德作为主体的

自律规范，不过是一种社会精神的秩序形态，也就是表

现为民法或者民法精神的秩序形态。
2． 道德秩序的本体性。由于民法精神与道德或者

道德精神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故不能离开道德而简单

地认识民法或者民法精神问题。然而，在民法或者民

法精神与道德或者道德精神的关系中，道德是本体的

社会秩序，是社会构造的主要方面。所谓道德秩序的

本体性，也就是道德作为人类生态规范即“人法”的自

然性与客观性，即本有性或者固有性。“本体”是西方

哲学的一个概念，指存有本身，即一切实在或者现实事

物的最终本性或者存在，是与现象对立的“自在之物”。
这里的本体，是一个规范伦理学的概念，即作为社会结

构之根本的人类自体的规范性或者秩序性存在，它是

在规范伦理学的基础上，把道德作为社会构造的本体

规范，并认识其与民法形式规范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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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自由和法律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对立。相反，法律对于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法律对于个人施加限制，因此它在一个特定时候和一

个特定方面与个人的自由是对立的。但是，法律同样也是限制他人随心所欲地处置个人。法律使个人解除了对恣意侵犯或压迫的恐惧，而这

确实是整个社会能够获得自由的唯一方法和唯一意义。”( ［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 9 页。)
“当我们考虑各种类型的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设想出某种刻度或标尺，它的最低起点是社会生活的最明显要求，向上逐

渐延伸到人类愿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年版，第 12 页。)
“道德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是人们关于善恶、美丑、正义非正义、光荣耻辱、公正偏私的想法、观念、规范和原则总称。它以人们

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来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保证实施的。道德的内容归根到

底是来源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所决定的利益关系。其功能也是通过调整利益关系来维护其经济基础。道德的内容从层次上划分，可以大致

分为价值、原则、规则、感觉和态度( 道德情感) 等层次。”(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317
页。)

关于法律或者民法与道德关系的观点，参见王利民:《民法道德论———市民社会的秩序构造》，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9 年版，代序:《论

民法与道德》。



基于道德秩序的本体性，包括民法或者民法精神

的一切社会规范形式都必然以道德本体为根据，是道

德本体的外化形式。因此，民法作为国家制定法，并不

是人类的第一性社会规范，而是第二性社会规范，是人

类第一性社会规范的反映与表现形式。只有道德和作

为道德的习惯才是人类的第一性社会规范，属于人类

精神内在的本质性规范，是规范之母和民法之源。民

法不仅以道德为规范，而且以道德为精神，道德精神是

民法的规范精神。
( 二) 民法精神与道德本体的法治文化

民法精神作为一种道德精神，是道德本体的法治

文化形态。法治文化离不开民法精神的规范与秩序条

件，也就离不开道德，需要道德的价值和实现。
1．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道德价值。法治文化作

为以民为本的文化，既需要以民为本的民法精神，也需

要民本社会的道德价值。道德价值是一种人类自我本

质的存在，也是存在于人的本质的规范意识，这种意识

以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等社会观念进行评价和调节

人们的行为，从而形成人类共同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社

会存在的价值准则。道德价值是人类社会的最高价

值，是一切人类社会形态的价值根据。法治文化作为

人类社会的一种规范与秩序文化，既建基于以民为本

的民法精神的规范与秩序，也追求民本社会的道德规

范与秩序价值。民法精神的法治文化的道德价值，就

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文化价值，就是坚持人的主体地位

并实现人的价值。① 无论是民法精神，还是法治文化，

一旦脱离了人的道德价值，就不具有存在的社会正当

性与合理性。
法治文化的道德价值，是以民法精神的文化价值

表现出来的。同样，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也必须建立于

民法与民法精神的文化基础之上，并以民法精神的道

德价值来构建自身的价值体系。
2．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道德实现。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不仅是一定的制度文化，而且是一定的行为文

化与生态秩序文化。法治文化不仅需要一定的制度文

化条件，而且需要把制度转化为人们的行为秩序，从而

以社会生态秩序的形式实现，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秩

序文化。可以说，只有现实的社会生态秩序的法治文

化，才是法治文化的目的和目的实现，也才是真正的民

本模式的法治文化形态。
法治文化作为一种行为文化，是不能单靠制度来

实现的，制度只是构成法治文化的形式条件，它本身并

不直接构成现实的和行为秩序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

的实现不是制度文化的直接结果，它必须通过人们普

遍守法或者合法的行为秩序才能够实现，并成为现实

的法治生态文化，即法治文化的民法精神化和民法精

神的道德规范内化，是一个由制度到精神的文化实现

过程。② 作为法治文化实现的行为守法与合法的社会

秩序形态，是一种自主自为的行为秩序与行为文化，也

就是个人行为自律的民法精神文化是必须通过民法精

神的道德条件实现的。道德的这种与法律相统一的规

范作用正是法律形式借以发挥作用的根本条件。法律

不能在道德之外发挥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法律形式

发挥规范性作用的前提是同样的道德作用的发挥。如

果法律没有与其统一的内在道德精神，就只能是外在

的文字形式，这种形式不能与特定人的内在精神与外

在行为相结合，也就是无用的法律。道德作为人性内

化的行为规范是一种规范意识和精神，是人与行为秩

序的思想性、观念性的统一。这种精神是源于内心实

在的自觉规范与守法的精神，不仅决定了民法和法治

精神的产生，而且决定了民法和法治文化的秩序生成。
因此，建设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仅需要以

道德为规范，而且需要道德的守法作用。道德型守法

是个人自律型守法，必然产生个人行为与生态的法治

与法治文化秩序的结果，所以，个人自律的道德型守法

是践行法治和实现法治文化的根本社会秩序条件。
四、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族传统属性

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是根

植于民族传统的社会精神，而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

治文化则必然具有民族传统的文化特征，并展现民族

传统的法治文化属性。
( 一)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族性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虽

然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具有人类精神与文化的一般性

和普遍性，但是作为一定国家和社会的规范精神与秩

序文化，它不能脱离一定的民族条件并必然具有一定

的民族性。
1． 民法精神的民族性。民法精神以其市民社会的

精神属性而具有直接的民族性。民法精神作为一个民

族的社会精神是在一定的民族区域内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不同地域的民族因处于不同的自然环境而表现出

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与样态，这是一种适者生存

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从而也就产生了具有不同民族特

征的市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这就是“人法”或者

“民法”的社会精神。古代的罗马社会，以城市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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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法精神的道德价值，首先是对主体或者个人的价值，这是个人认可民法精神并将其道德内化的前提，没有个人的价值，也就没有民法

精神或者道德的社会价值。“个体遵守此道德规范能够从中获得价值意义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是决定个体是否能够内化此道德规范的关键

所在。”( 俞世伟，白燕:《规范德性德行———动态伦理道德体系的实践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 43 页。)
“道德规范内化是指个体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通过一定方式的社会学习，接受社会的道德教化，伴随道德情感体验，将社会的道德规

范要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转化为自身有机系统的一部分，从而在无外界压力的情境中做出的道德行为，它是构建个体德性的关键环节，是

达到道德自律的必要前提。道德规范内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个体不断获得道德自由的过程。”( 俞世伟，白燕:《规范德性德行———动态伦理道德

体系的实践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年版，第 41 页。)



向周边及海洋发展，形成了以简单商品经济为条件的

独立民法体系和民法文化，这就是近代民法和民法精

神的起源。民法作为与公法相对的私法，必然具有通

过自身体系与形式表达的独立价值与精神，这就是建

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源于人

本主义文化的民法和民法精神及其所具有的民族性特

征。然而，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与农耕文明中，由于

缺乏商品经济与城市文化的市民社会基础，因此作为

私人社会秩序的“民法”或者“民法精神”没有上升为

独立的民法秩序体系，而是以一定的伦理观念与习惯

秩序存在的社会形态，从而形成了与以商品经济为基

础的民法和民法精神的民族性差别。因此，近代以来，

随着文化与文明的交流，在民主政治与商品经济发展

的基础上，以平等和自由为核心的民法和民法精神开

始被中国社会接受并影响中国社会，这种不同民族性

格的民法和民法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不仅

需要中国社会的法律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变革，而且需

要民族性的社会精神转型，即实现民法和民法精神在

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化。
法律或者一个国家制定法的方向选择，都体现了

一个民族的特性［10］( P34 － 48) 。任何一个社会的民法

精神也都必然在民本基础上而具有民族性的特征。①

法或者法律精神的民族性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法具

有维护某一民族利益、体现某一民族意志的功能，二是

体现一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意志，即法受民族因素的

影响。”［11］法律或者民法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精

神，必然受民族因素影响，反映民族的精神诉求，具有

民族精神的本质与特点。虽然民法精神具有民本社会

与市场经济基础的一般性和普遍性②，但是民族性始终

是民法精神构成中不能忽视的因素。民法精神的民族

性就是民法精神在一元化和普遍化基础上的多元性和

特殊性，从而使民法精神成为一种具有民族性格的内

容丰富的社会精神。可以说，民法精神的民族性，是民

法精神的活力与生命力。“民法是民族生活的浓缩与

沉淀。”［12］
一个民族的法律或者民法精神的历史，就是一个

民族的发展与进化的历史，必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并留下民族精神的深刻烙印。③ 萨维尼认为: “在人类

信使展开的最为远古的时代，可以看出，法律已然秉有

自身确定的特性，其为一定民族所特有，如同其语言、
行为方式和基本的社会组织体制。……将其联结一体

的，乃是排除了一切偶然与任意其所由来的意图的这

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意识。”［13］
( P7) 他指出: “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

的壮大而壮大，最后，随着民族对于其民族性的丧失而

消亡。”［13］( P9) 法或者法的精神，是与民族性自然结

合在一起的，只有民族的法或者法的精神，才是对民族

有效的法或者法的精神。
传统首先意味着习惯及其秩序形式。传统或者习

惯与稳定的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④，并从正反两个方面

表现出来，一方面它代表一个民族或者社会的精神文

化价值，是一个规则秩序被普遍信仰与遵守的民族精

神条件; 另一方面习惯或者传统又构成了一个民族或

者社会不容易改变的保守与落后的思想因素，表现为

对法律进步与先进法律文化的排斥力与反作用，是在

法律变革与发展中需要进行精神重塑与文化转型的对

象。法律或者法律精神与民族习惯具有不可分割的内

在联系，并具有相同的社会特征与属性，因此它的存在

与发展要么代表一定的民族性并构成其积极与进步的

因素，要么就改变一个民族的落后性并实现民族性的

转型而重塑民族精神。法律或者法律精神只有构成民

族的进步性，才能够在这个民族的生态秩序中生根，并

成为有效的社会秩序条件。如果一种法律或者法律精

神既不能代表一定的民族性，又不能实现民族性的转

型与进步，那它就只不过是一种立法者的意志。如果

我们承认，法律在它的秩序形态上并不是一种形式规

范的直接性，而是一种意志条件的行为性，那么它就是

作为一种民族性或者民族的心理行为习惯存在的，而

不是接受于外部的某种规范强制。
2． 法治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民法精神具有鲜明的

民族性，而且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也同样具

有民族性的本质与特征。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生态

秩序文化，必然具有民族的文化属性，并且需要以民族

的实践性为根据。
因此，弘扬民法精神，建设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实现中国社会法治和法治文化的现代化，根本

是民族的秩序精神的转型与现代化，也就是在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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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历史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追求，并通过

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表现出来，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和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它如同一个民

族在其成员身上留下的‘胎记’一样，不会因其成员地域迁徙、国别不同而改变，是一个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识。它是一个民族重大的

精神支撑价值和精神动力价值。”( 刘显娅:《从法兰西的民族性看近代法国宪法的频繁变更》，载《政法论丛》2007 年第 3 期。)
萨维尼认为:“法的‘民族因素’在其封闭性中是‘不完善的和局限的’，其必须通过‘承认无所不在的、完全一致的人类的道德尊严和自

由’加以填补和续写。”( ［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朱岩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4 页。)
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必然具有不同民族和社会的民法或者民法精神。以大陆法国家的民法为例，如《法国民法典》中的先取特权，《德

国民法典》中的土地债务及物权行为制度，《韩国民法典》中的传贳权，《日本民法典》中的入会权，我国《物权法》中以土地公有权为基础的各项

用益物权等，各个国家的民法都具有自己制度设计上的鲜明民族特色。
“无论规则或习惯的情况，有关的行为( 例如教堂须脱帽) 必须是普遍的，虽然不必是一成不变的; 这就意味着每当出现这种场合，该群

体的多数人会重复这个行为。”(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57 页。)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秩序的个人自律

化与行为生态化。①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过程

中，我们主张改造和重塑民族秩序文化，但是我们不得

不面对民族秩序文化的自然传承与不易改变的事实。
所以，必须在对民族因素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探索

中国法治文化现代化的道路。
当然，法治文化的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它们作为

人类文化的一般性与普遍性，而是要实现法治文化在

民族性与世界性上的统一。它既是对那些优秀的民族

精神与文化的传承，又是在与人类法治文化的共同条

件与一般价值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的一种法治文化的

民族性超越与发展。
( 二)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传统性

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民族性，代表了它在民族

性基础上的传统性。民族性是构成一定传统性的社会

形态。民族性只有发展出自己的传统性，才能够形成

自己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法精神与法治文

化。然而，传统性作为一种历史性，往往又代表一种保

守性和落后性，因此不仅需要传承，而且需要改变、转

型与发展。
1． 民法精神的传统性。民法或者民法精神既是民

族的，又是民族传统的，民族与传统的结合构成了民法

与民法精神的社会本质。法律在本质上就是具有一定

社会传统的秩序形式，无论其形成与发展，还是蜕变与

创新，都无法脱离一定的社会与历史传统［14］。特别

是市民社会的民法和民法精神，本身就是社会的秩序

传统与习惯存在。
当代各国的民法典编纂与民法精神的形成与现代

化，都建立在社会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基础之上，都是在

对民族传统与现实秩序进行深刻社会变革的条件下完

成的。这种在民族传统基础上对现代民法价值与民法

精神的秩序认同，是构成新的社会传统的民法与民法

精神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民法与民法精神现代化的

根本条件与要求。
早在清末变法时，沈家本就针对变法修律反对盲

目西化，更反对全盘抛弃中国自己的法律传统。他指

出:“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

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会而通之，以推

行于世?”( 《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遗稿序》) 虽然该

论断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和落后性，但是其关于立法和

施行法律应当考虑社会现实与民族传统的思考，还是

有其合理性的。如果“变法”不能被传统文化及其生态

秩序所认同，就不能实现法律制度与现实秩序的统一，

所“变”之法也就必然成为无效之法，尽管它在单纯的

制度形式上是一种进步和发展。
事实证明，中国社会的民法进步，根本不是民法的

制度进步，而是代表新的民法传统的民法精神的进步，

是民法精神的社会传统的转型与更新。虽然代表中国

民法现代化的中国民法典已经编纂颁布，中国社会的

民法和民法精神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与进步，但

是我们在中国民法典的实施中仍然面临着如何考量固

有的法律文化传统这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其

中首要面对的仍将是截然不同的民法价值判断。
2． 法治文化的传统性。法治文化与民法精神一

样，都具有传统性的文化特质。以民法精神为基础的

法治文化，是通过民法和民法精神的形式承载的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法治文

化的现代建设与新发展，其本身必然既具有现代性，又

具有传统性，是现代与传统的结合与统一。然而，如何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实现中国法治文化现代化

的过程中，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从而实现中国法

治文化在传统基础上超越传统的现代化发展，就成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关键。我们不得不承认，任

何事物都是具有传统性的。传统性既是一种惯性，也

是一种规律性和规定性，应当在传统中考察其运动过

程，并在其基于传统的运动中创造和发展，这就是文化

传承与进步，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现代化也应当是这

样。以市民社会及其民法精神为基础的法治文化本身

是一个历史传统，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

然与中国的历史传统相结合，并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与

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和发展，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传

统与文化之外有单独的法治文化存在和发展。
因此，必须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

设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法律传统的延续与

转换反映了法律传统在社会变迁中的传承以及整合、
接续、融合的状况。”［15］( P106 ) 特别是以民法和民法

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其民本模式的建立

与形成，只 能 是 在 文 化 上 实 现 传 统 与 现 代 融 合 的

过程。②

中国社会的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及其秩序构造的

传统性根源于它的本土性或者乡土性。尤其是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是一种与民法文化相对的公法文化，存在

着严重的人格意识与民法精神的缺失，因此，要在这样

一个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实现民法或者法治文化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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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

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就在实质上提出了全面推进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最终需要在文化与生态

秩序条件上实现的问题。
法律和法治文化在自己的传统中，既成为发展的限制，也成为发展的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一个需要改变传统而发展法律和法治文化的

民族和社会，法律和法治文化的发展同时需要传统的发展，即法律和法治文化的发展只有成为传统变革的一部分才能够实现。因此，只考虑法

律和法治文化发展而不考虑其发展的传统性的法律和法治文化变革是不会取得成效的。



化，一方面要实现民法或者法治文化的中国本土化与

传统化，另一方面则是民法或者法治文化在融入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过程中必然遭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排

斥，并具有生态融合的阻力。虽然中国自近代开始接

受了自罗马法以来的西方法律与法治文化，但是中国

社会的秩序形态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沿续，人

们主体内在的秩序意识仍然传承着中华文明血脉相连

的生态基因，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社会现实，是我

们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我们既要继承自己的优良传

统，又要接受外来的先进文明，这一文化与文明的再生，

是比制度变革更为复杂和长期的社会运动。正如我们

过去制定了许多现代民事立法，现在中国民法典也已经

编纂颁布，但是如果我们不普遍建立人们对民法精神的

信仰与行为自觉，使人们做到普遍的守法，便难以实现法

律条件与社会生态秩序的文化结合与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的

社会文化，在实现中国社会本土化的过程中，虽然有来

自西方法治文化的基因，但它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血脉，更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并必然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在实现文化变革与转型的过程

中，仍然保持着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然与内在的联系，

并以历史的继承性和民族的传统性而无法与中国本土

文化相切割。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并

必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历史传统的存在与

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与规定性。为了客观评价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我们需要充分了解这一文

化的本质与内涵，全面认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华

与糟粕及其对中国法治文化现代化的影响，并在此基

础上精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内涵

与路径、规律性与规定性，只有这样，中国法治文化的

现代化才能够植根于民族的社会秩序文明的深厚土壤

之中，并在实现文化传统的变迁中构造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文化。
王伯琦先生曾指出:“西洋的法律制度在中国生了

根了吗? 我们已能接受西洋 20 世纪的新文化了吗?

我的答复最多是貌合神离。而惟其貌合，乃可不觉其

神离，惟不觉其神离，于是沉湎于貌合。这是极端危险

的现象。”［16］( P403 － 404 )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着同样的社会现实。虽然中国的法

律与法治文化在制度与形式层面相较于自己的历史传

统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体系性变化，我们在制度体

系上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中华法系，当代的制度体系所

代表的法治精神与法治文化也不再是中国传统的伦理

法的思想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法治和法治文化

的现代化，而是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法治和法

治文化建设及其现代化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社会生态

秩序问题。所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不

仅需要克服传统秩序文化的作用力及其影响，而且需

要在传统秩序文化的基础上转型并形成新的法律与法

治文化传统，因此，它不仅是法治文化的制度建设，而

且更需要法治文化的精神构造与生态秩序实现。
就法治文化中的民法文化及其现代化而言，一个

明显的事实已经被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对民法的移植以

及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法趋同化发展所验证———法律移

植和器官移植并无二致，本体或近亲移植易于成功，而

不具血缘关系的不同个体间移植容易发生排斥反应。
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世界各国不得不走不同法律与

法治文化之间的趋同化发展道路，但是它需要漫长的

培植与适应过程，这就为中国社会的民法移植与民法

文化现代化提出了条件和要求。中国民法文化现代化

不是一个简单的民法制度的自我形成与完善过程，而

是由中国历史传统的社会生态秩序条件所决定的复杂

的社会运动过程与系统。对于民法传统的社会，是民

法条件构成了社会关系的行为习惯与秩序信仰。而对

于非民法传统的社会，是社会关系的行为习惯与秩序

信仰有别于民法的一般调整。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民法

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民法表现的社会关系

条件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传统秩序之间的矛盾与冲

突，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传统的社会关系条件

如何被民法表现和民法表现的社会关系条件如何被生

态秩序实现。
五、民法精神与法治文化的市场规范属性

民法以市场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是市场经济关

系的法，而民法精神是市场经济关系的规范与秩序精

神，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秩序条件，因此，民法和民

法精神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并必然具有市场

经济的规范特征与属性。
( 一) 民法精神与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

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规范与秩序精神，是一

种市场经济的法治精神，具有市场经济的法治文化的

本质属性与特征。
1． 民法精神是市场经济的规范精神。市场经济是

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体制，也就是由市场

竞争机制与规律进行自主调整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
市场经济具有以下基本的规范与秩序特征: 第一，市场

经济是自由经济，依靠市场主体的自由竞争行为维持

市场关系的运行秩序，即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或意思

自治，它需要民法的任意规范调整并排除非法强制与

干预。① 第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需要提供和具备

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作为市场主体自主运行的行为根

据，因此市场经济必须实行法治而反对特权与人治，它

要求市场主体人格独立与平等，可以自主实施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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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于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

观念》，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2 页。)



济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享有权利和承担责任。① 第

三，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不仅需要市场经济的规范与

秩序条件，而且需要市场主体具有诚信的社会秩序品

格，并在诚信原则的基础上以行为自律自觉维护市场

经济秩序。② 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只是公共服务的

提供者，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而个人( 消费者) 与企业
( 生产者) 构成了市场供求关系的两个基本主体。由于

市场经济强调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所以一经产生便

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模式。迄今为止，世

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

制的趋同性，不仅表明了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吸纳与兼

容能力，而且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规范与秩序体系所具

有的统一性与共同性。
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运作既

不依附自然秩序，也不依靠政府力量，而是由市场主体

主导。市场经济秩序已经突破了政府掌控的范畴，并

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的相对分离，由此形成了一个相对

独立的空间———市民社会的自主与自治的私法领域。
在这一私的空间领域，要求尊重市场规律，承认市场主

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必须力戒政府或者权力对市场运

行的不合理干预，合理限制公权力的作用范围并向市

场主体放权。市场经济必须是自由、法治与诚信的经

济，需要建立市场经济的规范与秩序体系。显然，市场

经济的规范与秩序体系具有民法和民法精神的规范与

秩序本质，而民法和民法精神的调整则必然构成市场

经济的根本选择。
民法精神作为市民社会的规范精神，就是市场经

济的规范精神。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法律和法治，而且

需要法律和法治的自主践行，这就是民法精神的规范

与秩序作用。民法精神在自由、法治与诚信的价值原

则上实现了与市场经济规范条件的生态秩序契合。
2． 民法精神是市场经济的法治条件。民法精神不

仅是市场经济的规范精神，而且构成了市场经济的法

治和法治文化条件，并且是主要和主体的法治和法治

文化条件。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时指出，参加物物

交换的个人就是默认彼此平等的个人，这一“默认”的

“平等的个人”［17］( P422 － 423) ，就是应当具有民法精

神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即民事主体，而这一主体所参与

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民法精神，则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法

治条件。虽然市场经济的法治条件是一个国家综合统

一的法治条件，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不仅有民法，而且

包括宪法、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整个法律体

系。③ 在这个法律体系中，直接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和运

行秩序的主要法律是民法，它在整个市场经济法律体

系中居于核心和主体的地位。“民法是商品经济的法

律表现，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

的。”④民法就是市场经济的法⑤，它产生于市场或者商

品经济的社会基础，并直接调整和作用于市场经济关系。
虽然民法调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并不都是市场经济关

系，但是市场经济关系构成了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及其

价值与原则的基础，并需要与市场经济相契合。
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民法，而且需要民法精神作为

自己的法治条件。因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由与诚信

的经济模式，需要市场主体自主与自律的行为秩序，而

这一秩序的形成与维护的基本法治与法治文化条件就

是民法和民法精神。民法精神不仅代表了市场经济的

规范条件，而且代表了市场经济的行为条件，是市场经

济的法治和法治文化的基础与根本条件。民法精神与

市场经济的法治条件具有内在的直接的联系，在民法

精神的规范与秩序条件之外，不能建立市场经济的法

治与法治文化。
( 二) 法治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规范秩序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就是以法治文化条件为

支撑的经济体系，只有在法治文化的规范秩序的基础

上，才能够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制度与生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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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私有财产是市场的先决条件，而市场则是配置资源的分配机制。绝大多数市场可以而且确定能在没有政府广泛干预或监督的情况下

运行。现代经济中实际替代市场的是某种形式的政府计划。政府计划把经济事务的权力都集中到政府官员手中。对经济生活的操纵为官员

们提供了可以用于控制生活其他方面的杠杆，而私有财产却设立了一个自由圈，在这个圈内，个人不受政府官员的干预。”( ［美］罗伯特·D·
考特，托马斯·S． 尤伦:《法和经济学》，施少华等译，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99 页。)

因此，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民法和民法精神必须把诚实信用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实际

包含的、相当难以把握的规范性内容，而在于其作用，即使一些宽泛的道德准则具有了法律效力。”( ［德］罗伯特·霍恩:《德国民商法导论》，楚

建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49 页。)
“法律支持、解释并限制自由市场运转的范围。它禁止某些类型的协议，如一个人不能把自己卖身当奴隶，或缔结定价协议。在自由市

场国家或混合经济国家，哪些私人协议可以实施，哪些不可以，合同法表述了一些基本原则，远为重要的是一些专门法律，如劳动法和合伙契约

法。法律给市场甚至提供更基本的支持。私有财产制度是以法律为支柱的，法律规则规定土地登记、赠予、出售和继承税，法律制度控制银行、
银行票据、钱和货款及股市的运行。刑事司法制度保护财产不被贪污盗窃。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使许多经济决定分散，但如果没有法律制度

的协助，这无形的手会瘫痪。”(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 页。)
“民法根源于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民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民法的本质特征。”( 王妍:《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与经济法的理性分

析》，载《行政与法》1994 年第 3 期。)
“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发挥着以下作用: 一是民法的私权神圣、意思自治、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和禁止权

利滥用等项原则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规范市场活动的基本法律准则。二是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包括对自然人、合伙组织和法人的

法律规范，是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法律制度。三是民法的物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是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支配其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从事

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法律制度。四是民法的合同制度是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的基本法律制度。五是民法的民事责任制度和债的担保制度

是维护市场交易安全的基本法律制度。”( 左振东:《浅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性质》，载《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法治条件并满足其需要。
1． 法治文化是市场经济的规范文化。法治文化具

有市场经济的规范文化的本质属性。法治文化是以政

治和经济民主为条件的社会治理文化，反映在经济关

系领域，它一方面为经济关系提供政府或者公权力不

强行干预经济运行的外部法律环境，另一方面为经济

关系的市场竞争与自主运行提供一套自由的规范体

系①，同时它强调和要求社会经济秩序的自律构造与生

态实现。所以，建立在市民社会关系与民法精神基础

上的法治文化，不仅划清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线，为

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行界定了不受政府强制的市场与自

由的领域，而且形成了以个人和权利为本位的民法调

整为核心的社会行为规范，为社会主体的自由竞争与

资源分配确定了自由而自律的行为秩序条件。可见，

法治文化既超越了民法精神的范畴，也超越了一般法

律或者法治的意义和范畴，而在更全面、更充分和更合

理的范围内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制度规范与行为秩序

的生态条件，这一条件就是市场经济的规范条件。换

言之，法治文化构成了市场经济的规范文化，包括制度

规范文化与行为规范文化，是一个形式与实质统一的

市场经济规范体系。
2． 法治文化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文化。法治文化作

为市场经济的规范文化，也就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文化。
虽然法治文化的秩序形态以法治文化的规范条件为前

提，没有规范或者规范的遵循也就没有秩序结果，但是

秩序与规范不同，秩序不是形式秩序而是实质秩序，形

式秩序不过就是形式规范，而秩序则是现实的规范形

态，也就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遵守共同规范的行为状

态，即相互关系的人格尊重与利益均衡状态。显然，规

范文化不等于秩序文化。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文化是一

种法律文化，即制度文化或者形式文化，它并不是直接

的秩序文化，因为秩序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与生态文

化。规范条件或者规范文化只是法治文化构成的基础

要素或者基础文化形态，而法治文化根本是秩序文化，

存在法治或者法治文化的规范条件并不意味着有与规

范条件相统一的社会规范秩序，而秩序文化才是法治

文化的根本条件和要求。
法治文化作为以制度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生态文

化，不仅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规范文化条件，而且为市场

经济确立了秩序文化形态。法治文化的秩序性，是法

治文化的行为秩序与生态秩序性，是市场主体的行为

自律与自主构序。因此，法治文化的秩序，不仅是市场

主体的行为秩序，而且是市场主体的精神秩序。没有

市场主体自律的秩序意志与行为精神，就不能形成具

有法治文化特征与本质的市场经济秩序。法治文化的

市场经济秩序，既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条件，又需要在市

场经济的条件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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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利益领域，市场经济是其基础和本质所在。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一

种经济模式，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竞争、合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私人利益为体系的市民社会。为了维持这样一种

私人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有体现市民社会本质特征的法律体系与之相适应。”( 潘若愚:《论民法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载《法制与社会》2009 年

第 3 期。)


